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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
與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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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學習投入是世界各國關注焦點，因為大學生學習投入會影響大學生學習成效，進而影響國

家社會發展。知識認識信念是探究個體對知識的本質、知識的來源、知識的檢證所持的見解。自

從 Perry（1970）對美國哈佛大學大學生的道德與智能的研究開始，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一直是重
要研究議題。知識情緒是指個體在進行研讀時，對知識所產出的情緒，個體知識情緒是影響其學

習歷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主張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知識情緒，而間接影

響其學習投入。本研究預試樣本回收有效 314份問卷，正式樣本回收有效問卷為 514份。本研究
研究工具包含知識認識信念量表、正向知識情緒量表、負向知識情緒量表與學習投入量表等四項

研究工具，皆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答題方式。四個量表皆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進行建構效度考驗，且以 Cronbach’s α係數進行信度考驗，研究結果顯示四項量表具良好的信效
度。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正向影響其正向知識情緒，且負向影響負向知識情緒。

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獲得支持；但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

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則未獲支持。

關鍵詞：�中介效果、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學習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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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當前資訊爆炸的社會，培養大學生獨立自主的思辨力，以判斷訊息的真偽，是大學教育其

中一項重要目標。大學生對訊息或知識的思辨力之探究，較早可追朔至 Perry（1970）以美國哈佛

大學男大學生的智能與道德之縱貫發展研究開始。Perry 探討美國哈佛大學生對於知識的真偽類型

（非對即錯的二分狀態，或是知識是具情境脈絡的適用性）與知識來源（知識是由權威者傳遞給學

習者，或是學習者本身可以成為知識的主動建構者）之見解，陸續包 Magolda（1992）、Belenky
等人（1986）皆採用 Perry 的研究架構，透過晤談法，或弱結構性問題的解題作業，試圖評估受試

者在知識、思考與推理等方面的發展程度。

有別於 Perry（1970）採質性晤談法探究個體對知識觀點的發展歷程，Schommer（1990）改採

量化問卷調查方式，探究個人的「知識論信念」（epistemological beliefs）對閱讀理解之影響。其所

編製的「知識論信念問卷」（epistemological questionnaire），包含天生能力（innate ability）、快速

學習（quick learning）、簡單知識（simple knowledge）、確定知識（certain knowledge）等四個分量表。

Schommer 的量化問卷調查方式，引領心理與教育學術界對個人知識論信念的廣泛探討，讓知識論

信念成為教育心理學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凃金堂，2017）。

然而 Hofer 與 Pintrich（1997）在一篇對知識論信念這個研究主題的綜合性評論，雖然肯定

Schommer（1990）對這個研究主題的重大貢獻，但不認同 Schommer 將「天生能力」與「快速學習」

這兩個分量表，納入知識論信念的研究範疇內。他們認為這兩個分量表偏向探究受試者對學習能力

的見解，並非對知識或識知（knowing）的見解，因而建議以知識來源（source of knowledge）與識

知辨證（justification for knowing）等兩個分量表較為合適，故 Hofer 與 Pintrich 主張知識論信念的

內涵應包含簡單知識、確定知識、知識來源與識知辨證等四項研究內涵。

Sandoval 等人（2016）針對知識認識信念這個研究主題的評論性論文，統整知識認識信念與學

習相關因素的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層的學生其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相關因素，大多顯示具有密

切關聯性。

綜合上述可知，探究個體如何看待知識的見解，是當前教育心理學熱門的研究議題，對這個主

題的探究，存在著不同的研究取向與研究重點，研究結果顯示個體的知識認識信念與其認知發展、

學習有密切的關聯性。

情緒在個體生活中，是一個重要的身心反應，它對個體有重大影響（陳柏霖等人，2019；陳慧娟、

簡洧晴，2020）。Pekrun（2006）提出「成就情緒」（achievement emotions）的「控制─價值理論」

（control-value theory），欲探究在成就或學業情境中，個體產生情緒的前因與後果。該理論主張對

控制與價值的評價，是激發成就情緒的主要因素，而與成就活動或成就結果有直接關聯性的情緒即

是所謂的成就情緒。Pekrun 與 Linnenbrink-Garcia（2012）在其綜合探討學業成就與學習投入的關聯

性論文中，指出目前已有許多探討成就情緒的研究結果，相對較少有探討「知識情緒」（epistemic 
emotions）的研究，因而他們呼籲學術界應該有更多探究知識情緒的研究報告。知識情緒是關於知

識與知識產出的情緒，Pekrun 等人（2017）認為某種情緒可能是屬於知識情緒，也可能屬於成就情

緒，其關鍵在於關注的焦點。當面對未能解決的問題時，可能會產生挫折，此時的情緒屬於知識情

緒。若挫折是起因於個人的失敗，此時挫折的情緒屬於成就情緒。在學習歷程中，學習者所產生的

情緒，也有同樣的情形，例如一位學生未能成功完成數學解題因而產生挫折感，若關注於因一道未

能順利解題而產生的認知失調，則可歸類於知識情緒；相對地，若聚焦於解題失敗的部分，則屬於

成就情緒。

針對大學生知識情緒的相關研究顯示，知識情緒會影響大學生對知識的探索，進而影響其學習

成就（Vogl et al., 2020）、影響大學生對於批判性思考與概念改變（Muis et al., 2018），故大學生

知識情緒是影響其學習歷程的重要因素。

「學習投入」（student engagement）被廣泛認定為影響大學教育品質的重要因素（張鈿富，

2012；潘宜均，2016；Chang, 2015），Kuh（2003）認為學習投入對一位大學生而言，是相當重要的，

因為大學生愈研讀某個領域，他們愈能清楚掌握該學科知識；且大學生愈獲得大學學術界人員的回

饋，他們愈能了解他們所學習的東西，進而更能處理複雜事物、愈能採用不同觀點與不同背景的人

士合作。因此，學習投入可幫助大學生發展「心智習性」（habits of the mind），從而提升大學生持

續學習與個人發展的能量。

張鈿富（2012）針對大學生學習投入的綜合評論性論文中提到，大學生學習投入是評估大學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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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績效的重要指標，美國與澳洲有多個對大學生學習投入進行長期調查的研究計畫，包括全美學生
學習投入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大專校院學生經驗調查（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社區學院調查之學生學習投入（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與澳洲學生學習投入調查（Australasian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等，由此顯見
大學生學習投入這個研究主題的重要性。
針對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這三個變項的關聯性，實徵研究結果顯示大

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直接影響其學習投入（DeBacker & Crowson, 2006; Heiskanen & Lonka, 2012; 
Ravindran et al., 2005）；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也會直接影響其知識情緒（Bahcivan, 2019; Muis et al., 
2015; Trevors et al., 2017）；且大學生知識情緒也會直接影響其學習投入（Denovan et al., 2020; Q. 
 Zhang & J. Zhang, 2013）。Muis等人（2015）提出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自我調整學習的統
整性模式，該模式主張個體知識情緒扮演知識認識信念與自我調整學習的中介變項，亦即個體知識
認識信念會透過知識情緒而間接影響自我調整學習。Chevrier等人（2019）採用Muis等人的理論模
式，透過實徵性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知識情緒的中介效果，影響其自
我調整學習。而 Trevors等人（2017）實徵性研究也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知識情緒的
中介效果，影響其閱讀文本的學習成果。綜合上述的理論模式與實徵性研究結果，本研究主張大學
生知識情緒是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的中介變項。

（一）知識認識信念理論

知識認識信念理論是探討個體如何獲得知識？個體對知識所持的信念為何？個體對知識來源
的見解？個體對知識檢證的想法？這些與知識相關的內涵。自從 Perry（1970）開啟對大學生智能
與道德的發展研究後，不同學者陸續提出不同的知識認識信念理論。對於知識認識信念的研究取
向，Brownlee等人（2009）主張知識認識信念可分成發展模式（epistemological development）、信
念模式（epistemological beliefs）、理論模式（epistemological theories）、後設認知模式（epistemic 
metacognition）與資源模式（epistemological resources）等五種研究取向。目前獲得較多研究成果的
研究取向，就屬發展模式、信念模式與理論模式這三種研究取向。

1. 知識論發展取向

發展模式最早是由 Perry（1970）針對美國哈佛大學的大學生，採用晤談方式，進行有關智能
與道德的發展研究。Perry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智能與道德的發展歷程，呈現出九個不同發展序位
（position）。Perry將九個不同發展序位，依據大學生對知識所持的不同觀點，歸類出四個不同類別：
二元論觀點（dualism）、多元論觀點（multiplism）、相對論觀點（relativism）、相對論內的承諾
（commitment within relativism）等。持二元論觀點的大學生，認為每個問題皆有一個簡單答案，亦
即非對即錯的二元答案，他們認為知識是由權威者傳遞給學習者。持多元論觀點大學生，會從知識
二元論觀點，逐漸修正為知識可能具有模擬兩可的對錯，即使是專家的意見也無法保證一定是正確
的。持相對論觀點大學生，認為每個人皆能自行建構知識，對知識真偽的判斷，應該採用多元觀點
來檢證。持相對論內的承諾觀點大學生，他們會提出自己的意見、想法、價值或興趣，清楚自己的
意見或想法可能會犯錯，且願意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凃金堂，2014）。其後，Belenky等人（1986）
採用 Perry的研究架構，採用晤談方式，探究女性的認知方式。Belenky等人研究結果發現，女性認
知方式可區分為五個不同發展序位，分別是沈默、接受知識、主觀性知識、程序性知識，以及建構
性知識。

2. 知識論信念取向

不同於發展模式取向以質性晤談方法，只探究個體知識認識信念發展階段，未探究個體知識認
識信念與其他認知因素的關聯性。Schommer（1990）首先編製「知識論信念問卷」，改採量化問
卷調查方式，探究受試者知識論信念與閱讀理解的關聯性。Schommer主張知識論信念是由知識的
穩定性、知識的結構、知識的來源、知識獲取的速度、知識獲取的控制等五個向度組成的構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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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mmer認為知識論信念包含：確定知識、簡單知識、無所不知的權威、快速學習、固定能力等
五個向度。然而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卻只萃取出包括固定能力、快速學習、簡單知識、確定知識
等四個因素。固定能力是評估受試者對智力的看法，是偏向固定無法改變的實體觀，或是可加以改
變的增長觀。快速學習是測量受試者對學習速度的看法，是持知識得立即學會否則就學不會，或是
可循序漸進獲得。簡單知識是評估受試者對知識組成成分的見解，是持知識是各別孤立的單元所組
成，或是相關概念統整而成的。確定知識是測量受試者對知識是否固定的看法，是持知識是絕對不
變的，或是會不斷修正的。

Schommer（1990）開啟探究個體知識論信念與其學習相關因素的量化研究取向後，後續有學者
採用 Schommer的量化問卷調查方式，探究個體知識論信念與學習動機、學習取向、學習成就的關
聯性，研究結果大多顯示個體知識論信念與學習相關因素具有顯著性相關（Baytelman et al., 2020; 
Bendixen & Hartley, 2003）。

3. 知識論理論取向

Hofer 與 Pintrich（1997）對知識認識信念理論的評論性論文，提出個人知識認識信念理論，他

們採用 Vosniadou 與 Brewer（1994）、Wellman 與 Gelman（1992）等人提出的概念改變（conceptual 
change）觀點，亦即個人在某個領域的知識，會形成「似理論」（theory-like）的概念結構。他們

將個人知識認識信念視為個人形成「似理論」的知識認識信念與思想，這些信念與思想是是多向度

的，與個人學習相關因素有密切關係。Hofer 與 Pintrich 主張知識認識信念是探究個體對知識與識知

（knowing）的見解，並不認同 Schommer（1990）將「天生能力」與「快速學習」這兩個分量表，

納入知識認識信念理論的研究範疇。因為「天生能力」與「快速學習」的內涵，是探究個體對智力

的信念，並非探究個體對知識、識知本質的信念。故 Hofer 與 Pintrich 主張以「知識來源」探討個

體對知識產生的見解，是持由專家學者傳遞而獲得，或持由自身建構而得的信念，以及「識知辯證」

探討個體如何評判知識真偽的見解，是持依賴專家學者鑑定，或持自身可對知識對錯進行判斷的見

解，因為這兩層面較能探究「識知的本質」（nature of knowing）。

對知識認識信念的探究，存在著領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ity）與領域特定性（domain-
specificity）的爭論（Hofer, 2001）。Muis等人（2006）針對這兩種爭議的評論性論文中，分析 19
篇有關知識認識信念的領域一般性與領域特定性之實徵性研究後，主張在知識認識信念研究中，領

域一般性與領域特定性並非互斥，而是同時並存的情況，他們因而提出知識認識信念的領域一般性

與領域特定性之整合架構圖。本研究欲探究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的關係，

由於受試對象包含不同學院不同學系的大學生，故本研究對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是採取領域一般性

的觀點。

綜合上面論述可知，Perry（1970）開啟的發展模式取向，主要是採質性晤談方法，探究個體的

智能、思考、道德、認知方式的發展歷程。研究結果大多顯示智能或思考能力呈現不同的發展序位：

從早期視知識為二元論觀點，發展到視知識為相對論觀點。知識認識信念取向主要是以 Schommer
（1990）的研究為依據，將個人知識認識論視為一種獨立的信念系統，採量化問卷調查方法，探

討個人知識認識信念如何影響其認知與學習的表現。知識認識理論取向主要是以 Hofer 與 Pintrich
（1997）的理論為依據，將個人知識認識信念視為個人形成「似理論」的知識認識信念與思想，同

樣採用量化問卷調查方法，探討個體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相關因素的關聯性。本研究認為 Hofer 與

Pintrich 的知識認識理論之內涵，比 Schommer 的知識認識信念之內涵，更聚焦於探究個體對知識本

質與知識取得的看法，故本研究乃採 Hofer 與 Pintrich 的理論依據，亦即本研究的知識認識信念內

涵包含探究知識本質的「簡單知識」與「確定知識」兩個分量表，以及探究識知歷程的「知識來源」

與「識知辯證」兩個分量表。

（二）知識情緒理論

情緒被視為是多面向的現象，這些現象包含感情的、認知的、生理的、動機的、表達的成分所
構成的心理歷程之集合（Pekrun, 2006）。教室是充滿情緒的地方，學生在教室情境常經歷許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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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例如在研讀過程中，學生可能因有所收穫而感到興奮、會有希冀能獲得成功學習成果的情緒、
可能會因為獲得成功的學習成果而感到自豪、可能會因為發現新的解題方法而感到驚訝、可能會因
擔心考試失敗而焦慮、可能會因為不好的成績而感到羞愧、可能對教師的課堂授課方式感到無聊
（Pekrun, 2014）。學習者在學習歷程中所產生的正向情緒，有助於轉化為促進持續學習的動機；
相對地，學習歷程所產生的負向情緒，則會降低學習者的學習意願。因此，情緒對於學習者的學習
與發展，扮演一個積極的關鍵角色。
對學習者在學校情境所產生的情緒之探究，Pekrun（2006）提出「成就情緒」的「控制─價

值理論」，該理論整合了情緒的「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知覺控制理論」（theory of perceived control），以及關於學習與表現方面
的情緒模式等。控制─價值理論主張對控制與價值的評價，是激發成就情緒的主要因素，因而將情
緒根據「價值」與「激發程度」而分類。根據價值，情緒可區分成正向情緒（興奮、自豪）與負向
情緒（焦慮、挫折）；根據激發程度，情緒可分成激發中的情緒（焦慮、生氣）與未激發中的情緒
（厭煩）。傳統對於成就情緒比較偏重於探究與成就結果有關的情緒，而忽略與成就活動有關的情
緒（Pekrun, 2014）。因而 Pekrun（2011）提出成就情緒包含「活動情緒」（activity emotions）與「結
果情緒」（outcome emotions）兩大類。在學習情境的「活動情緒」包括興奮、挫折、無聊等，而「結
果情緒」則包含興奮、希望、自豪、焦慮、無助、羞愧、生氣等。
知識情緒是關於知識與知識產出的情緒，這些情緒導因於和知識相關的作業與訊息處理之認知

品質（Pekrun & Stephens, 2012）。關於知識情緒的理論內涵，Muis等人（2015）將Muis（2007）的「自
我調整學習模式」（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dels）、Bendixen與 Rule（2004）的「知識信念模式」
（models of epistemic beliefs）、Pekrun（2006）的「成就情緒的控制─價值理論」（control-value 
theory of achievement emotions）這三種理論模式，整合成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自我調整學習
的統整性模式。Muis等人主張當個體的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內容的知識本質是一致的，此時個體的
認知基模與學習內容處於會「認知協調」（cognitive congruity）狀態，則個體知識認識信念會正向
預測興奮與好奇等正向知識情緒，且負向預測困惑、焦慮、挫折與無聊等負向知識情緒。相對地，
當個體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內容的知識本質是不一致的，此時個體的認知基模與學習內容處於會
「認知失調」（cognitive incongruity）狀態，則個體知識認識信念會負向預測興奮與好奇等正向知
識情緒，且正向預測困惑、焦慮、挫折與無聊等負向知識情緒。而知識情緒會影響學習者所採用的
學習策略（深層處理或表層處理），最後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就。在這個整合性模式中，學習者知
識情緒扮演中介的角色，學習者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知識情緒，而影響其學習策略與學習成就。
關於知識情緒的測量工具，Pekrun等人（2017）發展「知識相關的情緒量表」（Epistemically-

Related Emotion Scales），他們將知識情緒分類成驚訝、好奇、興奮等三種正向的情緒，以及困惑、
焦慮、挫折、無聊等四種負向的情緒。每種情緒各包含 3道採用 Likert五點量表的題目，總題數為
21題。施測樣本以138位美國大學生、152位加拿大大學生與148位德國大學生，共438位大學生為。
該量表先經過項目分析，再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 7個因素，每個因素的 α係數介於 .76至 
.88。最後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統計結果為 χ2(168, N = 438) = 418.38、RMSEA = 
.058、SRMR = .056，顯示7個因素模式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由上述該量表所呈現的心理計量特質，
顯示該量表具適切的信效度。
對知識情緒的探究，多位學者（Chevrier et al., 2019; Quinlan, 2019; Vogl et al., 2019）直接採用

Pekrun等人（2017）的「知識相關的情緒量表」，進行知識情緒的研究。Pekrun等人的「知識相關
的情緒量表」，是目前唯一測量大學生知識情緒的研究工具，該量表具有適切信效度。故本研究對
我國大學生知識情緒之研究工具，將參考 Pekrun等人的「知識相關的情緒量表」（受試者先閱讀
關於氣候變遷的文章後，再測量其知識情緒），編製一份適用探究我國大學生的知識情緒量表（將
原本閱讀關於氣候變遷的文章，改成閱讀 COVID-19的文章）。

（三）學習投入理論

 Gunuc與 Kuzu（2015）認為大學生學生投入不僅是影響大學生的學習成就，也關乎大學生對
社會化程度、幸福、生活與有效學習的滿意情形。Chang（2015）針對我國大學生學習投入的實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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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學習投入不僅影響其學業表現，也會影響其職業選擇，顯示學習投入的重要
性。Chang等人（2016）採用後設分析的統計方法，探究學習投入與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結果顯
示學習投入與學業成就具有密切關聯性。   
對於學習投入應包含的內涵向度，學者專家有不同見解（林小慧等人，2021；黃筠婷、程炳林，

2021）。Fredricks等人（2004）主張學習投入包括行為學習投入（behavioral engagement）、情緒
學習投入（emotional engagement）、認知學習投入（cognitive engagement）等三種向度的內涵。行
為學習投入包括正向行為（例如遵守班規、上課不遲到）、認真參與學習活動（例如努力、堅持、
專心、注意、提問）、參與學校相關活動（例如參加晨會、運動會）。情緒學習投入是指學生對於
班級學習活動的情感反應，包括興趣、無聊、快樂、傷心、焦慮等。認知學習投入是指學生對學習
活動所付出的心力，以及所採用的學習策略。Appleton等人（2006）主張除了 Fredricks等人所提
出的行為學習投入、情緒學習投入、認知學習投入等三種內涵外，應該再增加一項學術學習投入
（academic engagement），學術學習投入是指學習所花的時間、所修的學分、家庭作業的完成度。
Reeve與 Tseng（2011）則主張學習投入的內涵，除了行為學習投入、情緒學習投入、認知學習投
入等三種，應該再增加一項主體學習投入（agentic engagement）。Reeve與 Tseng認為包括行為學
習投入、情緒學習投入、認知學習投入等三種學習投入，學習者在進行學習投入的過程中，都屬於
學習者被動反應教師所給的學習任務。相對地，主體學習投入則是由學習者本身主動參與學習任務。
對於學者專家提出不同向度的學習投入，Lam等人（2014）認為學習投入的向度，雖然採用多

個向度可包含較多內涵，但過多內涵可能導致重複與混淆，例如學生花時間寫作業，可屬於學術學
習投入，但也可屬於行為學習投入。故 Lam等人認為認知學習投入、情感學習投入與行為學習投
入是較多數學者專家都能接受的學習投入的主要內涵。

Kahu（2013）針對大學生學習投入的前因與後果，從社會文化的宏觀角度，探討影響大學生
學習投入的原因（結構性因素與心理社會性因素），以及學習投入的影響結果（近端後果與遠端後
果）。Kahu對大學生學習投入內涵，是採用 Fredricks等人（2004）的情緒學習投入、認知學習投入、
行為學習投入等三個向度。在影響大學生學習投入結構性因素中，主要是大學機構（文化、課程、
教學、評量、校規等）與大學生（個人背景、家庭背景）等兩個方面，會影響大學生學習投入。在
心理社會性因素方面，大學生本身心理特質，以及大學生與大學相關職員互動關係，皆會影響其學
習投入情形。而大學生學習投入則會影響近端的學術（大學生學習狀況、大學生學業成績）與社會
（大學生滿意情形、大學生的幸福感）發展情形；也會影響遠端的學術（大學生未來工作成功、大
學生的終身學習）與社會（大學生的公民權、大學生的個人成長）發展情形。雖然 Kahu從巨觀的
角度探究學習投入，可以較完整的描述影響學生學習投入的前因後果，但巨觀方式則較無法細緻的
探究各種前因後果。故本研究採用較微觀的方式，只關注大學生本身的心理特質（知識認識信念、
知識情緒），是如何影響其學習投入。

Gunuc與 Kuzu（2015）發展的大學生「學習投入量表」（Student Engagement Scale），將大學
生學習投入分成「校園學習投入」與「課堂學習投入」兩向度。「校園學習投入」包含「價值」、「隸
屬感」與「參與」等三個分量表。「課堂學習投入」包含「認知學習投入」、「情緒學習投入」與
「行為學習投入」等三個分量表。以 805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以 473位樣本進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再以剩下的 382位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萃取出 6個因素，
而原先編製的 59道題目，刪除 18道題目，保留 41題，總解釋變異量為 58.81% ，總量表的 α係數
為 .96，6個分量表的 α係數介於 .82 至 .91 ，顯示本量表具良好信效度。將探索性因素分析獲得的 
41道題目，再經過驗證性因素分析之考驗，結果顯示 χ2(762, N = 382) = 1632.57、RMSEA = .06、
SRMR = .06，顯示具有良好的適配情形，顯示該量表具有適切效度。
綜合上述的論述可知，大學生學習投入是重要研究議題，Gunuc與 Kuzu（2015）的「學習投

入量表」具良好信效度，但 Gunuc與 Kuzu的學習投入分成「校園學習投入」與「課堂學習投入」
兩個向度，本研究較著重探究大學生的課堂學習投入，故本研究對大學生學習投入的測量，將參考
Gunuc與 Kuzu有關「課堂學習投入」這個向度的「認知學習投入」、「情緒學習投入」與「行為
學習投入」等三個分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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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實徵性研究

茲針對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分述對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
兩兩變項之實徵性研究成果。

1. 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會影響其學習投入

Ravindran等人（2005）以 101位美國的大學師資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師資生知識認識信
念與學習目標對其學習投入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確定知識分量表、知識是
來自權威者分量表），能顯著性預測其認知學習投入，亦即愈相信知識是確定的；愈相信知識的來
源是權威人士傳遞的，其愈出現低的認知學習投入情形。DeBacker與 Crowson（2006）以 259位美
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成就目標與學習投入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大
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有顯著負相關，亦即愈相信知識是簡單的大學生，其學習投入程度愈
低。同時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成就目標，而間接影響學習投入。Heiskanen 與 Lonka（2012）
以 247位芬蘭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與動機策略對學習投入的影響情形，研
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確定知識分量表）與學習投入有顯著負相關，亦即愈相信知識是
確定性的大學生，其學習投入程度愈低。 
綜合上述學者們對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之實徵性研究，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

直接影響其學習投入，故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假設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顯著性影響其學
習投入」。

2. 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會影響其知識情緒

Muis等人（2015）以 439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學習策
略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顯示持知識是可檢證的觀點之大學生，其會有比較高的好奇心；持知識是
複雜的觀點之大學生，會有比較低的困惑。且知識認識信念（知識複雜、知識不確定、探究的檢證、
主動建構者等分量表）會透過知識情緒（好奇、享受、困惑、焦慮、挫折、厭煩等分量表）的中介，
而間接影響學習策略。Trevors等人（2017）以 228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大學生在研讀不一
致的文本時，所產生的知識認識信念與知識情緒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知識認識信念會引發知識
情緒，知識檢證分量表可預測驚訝與好奇 種知識情緒。Bahcivan（2019）以 612位大學師資生為研
究對象，探討大學師資生的知識認識信念與知識情緒的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大學師資生的知識認
識信念（知識確定性、知識檢證等分量表）能顯著預測其知識情緒。 
綜合上述學者們對於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與知識情緒的實徵性研究，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

會直接影響其知識情緒，故本研究提出的第二個研究假設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顯著性影響其
正向知識情緒」、第三個研究假設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顯著性影響其負向知識情緒」。

3. 大學生的知識情緒會影響其學習投入

Denovan等人（2020）以 217位英國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探討大學生正向情緒與學習投入的
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正向情緒能顯著正向預測其學習投入情形。亦即大學生正向情緒愈高
者，其學習投入程度會愈高。 Zhang與 Zhang（2013）以 165位美國大學生與 197位中國大學生，
共 362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正向情緒與教師正向情緒對大學生學習投入之影響，研究
結果顯示不論是大學生正向情緒或是教師正向情緒，皆對大學生學習投入（行為學習投入分量表、
認知學習投入分量表）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大學生正向情緒愈高者，其行為學習投入與認知學習
投入程度愈高。綜合上述學者們對於大學生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的相關性探究，大致獲得大學生知
識情緒會影響其學習投入。
綜合上述學者們對大學生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之實徵性探究，大致獲得大學生知識情緒會影響

其學習投入。同時考量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第二個假設與第三個假設，故本研究提出的第四個研
究假設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具有中介效果」、第五個假設為「大學
生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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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母群以我國一般大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不含科技大學），本研究分成預試樣本與
正式樣本。預試樣本用以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正式樣本進行驗證性因素分
析與中介效果模式考驗。
本研究根據大學的地理位置，分成北、中、南與東等四區，進行立意抽樣，根據這四區大學生

人數比例，進行問卷發放。本研究透過聯繫施測大學的某位教授，請該教授在徵求大學生同意下，
進行問卷施測。回收問卷若出現某分層面皆未填答，即視為無效問卷。在進行正式統計分析時，會
將這些無效問卷排除。
本研究預試樣本共寄發 325份問卷：北區 120份、中區 80份、南區 85份、東區 40份，回收

316份問卷，扣除 2份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31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6.62%。正式樣本共
寄發 600份問卷：北區 210份、中區 120份、南區 180份、東區 60份。但因正式施測時間，恰好
我國因 COVID-19疫情的影響，各大學採用線上教學，致使北區有三所大學，原先規劃採用紙本問
卷施測方式（這三所大學的紙本問卷預計施測 120份），因線上授課的因素，而改採線上問卷填答，
導致回收率較低（這三所大學的線上問卷回收 83份）。扣除無效問卷，回收有效問卷為 514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85.67%。考量接受紙本問卷的 431份與接受線上問卷的 83份，可能會出現不同
的心理計量特質，故本研究將在研究工具部分，將說明針對紙本問卷與線上問卷所進行「測量恆等」
（measurement invariance）的統計結果。
表 1為 514位大學生背景變項資料，不論是性別、年級、學院別，各組人數的比例，沒有人數

差距過大的情形。受試者的平均年齡為 20.35歲，標準差為 1.45。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到四項研究工具，包含知識認識信念量表、正向知識情緒 表、負向知識情緒量表與
學習投入量表，四份量表都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的作答方式，從「從非常不同意」（1分）到「從
非常同意」（5分）。對本研究編製研究工具感興趣的讀者，歡迎公開使用。

表 1
大學生的背景變項摘要統計資料

背景變項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男生 182 35.41%  35.41%

女生 332 64.59% 100.00%

年級

大一 135 26.26%  26.26%

大二 155 30.16%  56.42%

大三 127 24.71%  81.13%

大四以上  97 18.87% 100.00%

學院別

文學院  82 15.95%  15.95%

教育學院 162 31.52%  47.47%

理工學院 153 29.77%  77.24%

社科、管理學院  78 15.18%  92.41%

體育、藝術學院  38  7.39%  99.81%

進行量表預試施測前，先聘請 2位課程專長、2位教學專長、2位教育心理學專長、2位測驗專
長，共 8 位大學教授。請 8位大學教授針對量表的每道題目，進行題目是否適切的檢核，以進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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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內容效度的評估。四份量表的預試施測，有效回收問卷為 314 份，預試問卷用以進行項目分析與

探索性因素（採用主軸因子法因素萃取方式，以及 promax 的斜交轉軸方法）。四份量表的正式施

測有效回收問卷 514 份（因受疫情影響，有三所大學採用線上問卷施測方式，線上問卷 83 份與紙

本問卷 431 份），用以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中介效果考驗。

本研究四項研究工具的信效度考驗，都經過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

度分析。項目分析採用凃金堂（2012）建議的「題目的高低分組獨立樣本 t 考驗」（顯著性 p 值高

於 .05 為不良指標）與「修正後題目與總分之相關」（相關係數低於 .30 為不良指標）等兩項評判

指標，當兩項評判指標都屬不良指標，才進行刪題。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 Pett 等人（2003）的建

議：因素負荷量小於 .40，或出現同時橫跨兩個以上因素，或不符合原有因素向度的題目，即刪除

該題項。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中介效果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性評估，採用 Collier（2020）建議的參考

標準：χ2 值的顯著性 p 大於 .05；χ2 值與自由度 df 的比值小於 3 表示優良，兩者比值小於 5 表示良好；

RMSEA 小於 .05 表示優良，介於 .05 與 .08 之間表示良好，高於 .08 且小於 .10 表示尚可；SRMR
小於 .05 表示優良，介於 .05 與 .09 之間表示良好。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中介效果模式的模式內在結構

適配性評估，採用 Bagozzi 與 Yi（1988）建議平均變異數抽取量（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高

於 .50，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高於 .60 的參考標準。信度分析的評估，採用 Nunnally 與

Bernstein（1994）建議應高於 .70 的參考標準。本研究的測量恆等考驗，採用「形貌恆等」（configural 
invariance）、「量尺恆等」（metric invariance）與「純數恆等」（scalar invariance）等三種考驗方

式（Gregorich, 2006）。三種測量恆等的檢定則以卡方值之差異（Δχ2）與兩模式的 CFI 值之差異

（ΔCFI）大小判斷（Cheung & Rensvold, 2002）。若兩模式卡方值之差異（Δχ2）的顯著性 p 高於 
.05；兩模式的 ΔCFI 小於 .01，顯示測量恆等獲得支持。由於卡方考驗易受樣本人數影響，若兩種

方法獲得不同結論時，則主要採用 ΔCFI 的判斷結果。

1. 知識認識信念量表

有關探究知識認識信念的研究工具，Schommer（1990）的「知識信念問卷」，以及 Hofer（2000）

的「學科焦點知識信念問卷」（Discipline-Focused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Questionnaire），是較常

被採用的研究工具。但本研究考量 Schommer「知識信念問卷」題數過多（63 題），且未提供問卷

的信度考驗結果；Hofer「學科焦點知識信念問卷」是針對心理學與科學等特定領域所編製的問卷，

而本研究採用領域一般性的觀點，探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故本研究綜合考量後，決定自編大學

生知識認識信念量表。

本研究的「知識認識信念量表」係參考 Hofer 與 Pintrich（1997）的理論，故包含「簡單知識」、

「確定知識」、「知識來源」與「識知辨證」等四個分量表。「簡單知識」分量表是評估大學生對

知識組成成分所持的看法（知識由孤立單元組成，或由相關聯概念組成），例如第 4 題「同一個問

題，若發展出多種理論，只會將問題複雜化」。「確定知識」是評估大學生對知識是否絕對正確的

見解（知識是絕對確定，或是相對確定），例如第 13 題「目前被認為是對的知識，未來有可能會

被修正」。「知識來源」是評估大學生對知識獲得來源的看法（知識只能來自專家，或可由個人自

行創造），例如第 18 題「專家才有能力建構知識，一般人是無法創造知識的」。「識知辨證」指

受試者對知識是否對錯的評判之見解（知識不用進行對錯的辯證，或知識需要經過辯證），例如第

26 題「需要綜合評估多元的證據，才能判斷知識是否適用不同的情境脈絡」。大學生在本研究知識

認識信念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呈現多元建構的知識認識信念觀點。

知識認識信念量表的四個分量表，每個分量表都初擬 8 題，經過 8 位專家的審題後，保留 28
題進行預試施測。預試資料經過項目分析，共刪除 4 題不良題目。進行 24 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結果萃取 4 個因素共 15 題：簡單知識（3 題，α 係數為 .61）、確定知識（3 題，α 係數為 .62）、

知識來源（4 題，α 係數為 .76）、識知辨證（5 題，α 係數為 .85），總解釋變異量為 61.41%，總

量表的 α 係數為 .76。依據斯布校正公式（Spearman-Brown prophecy formula），量表題數越多，信

度會越高。由於「簡單知識」與「確定知識」兩個分量表的題數皆只有 3 題，導致分量表信度未達

到 Nunnally 與 Bernstein 建議高於 .70 的標準。根據凃金堂（2012）的建議，當分量表題數介於 3
至 5 題時，信度介於 .60 至 .69 也是可以接受的，顯示本研究編製的知識認識信念量表具有尚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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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效度。針對 15 題所進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由於第 11 題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31）較低，故刪

除該題後，重新進行 14 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在整體模式適配情形：χ2(71, N = 514)  = 153.21，p < 
.001；χ2/df = 2.16；RMSEA = .048；SRMR = .041，顯示具有良好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在模式內在結

構適配情形，四個分量表組合信度為 .59、 .74、 .76、 .81，平均變異數抽取量為 .34、 .49、 .45、 
.53，顯示具有尚佳的內在結構適配情形。

2. 知識情緒量表

本研究「知識情緒量表」採用 Pekrun 等人（2017）發展「知識相關的情緒量表」，該量

表包含驚訝（例如，第 17 題「驚奇的 astonished」）、好奇（例如，第 8 題「想進一步了解的

inquisitive」）、興奮（例如，第 20 題「欣喜的 joyful」）等三種正向知識情緒，以及困惑（例

如，第 21 題「感到不解的 puzzled」）、焦慮（例如，第 11 題「擔心的 worried」）、挫折（例

如，第 14 題「惱怒的 irritated」）、無聊（例如，第 9 題「枯燥乏味的 dull」）等四種負向知識情

緒。這七種知識情緒各包含 3 道 Likert 五點量表題目，受試者知識情緒量表得分越高，表示有較

高知識情緒感受。該量表的施測，先讓受試者閱讀有關「氣候變遷」（climate change）文章，再

讓受試者填答該量表。本研究「知識情緒量表」將「氣候變遷」文章，修改為「COVID-19 疫情」

文章，本研究根據報章雜誌有關 COVID-19 疫情相關報導，統整成 1,984 個中文字，介紹「新冠病

毒（COVID-19）對世界的影響」。經過 8 位專家的審題建議，修改為 2,123 個中文字「新冠病毒

（COVID-19）對世界的影響」。

預試資料經過項目分析，沒有刪除任何一道題目。進行 27 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雖然萃取 7
個因素，但驚訝與挫折這兩種情緒皆只各保留 2 題，其他好奇、興奮、困惑、焦慮、無聊等五種情

緒皆保留原本的 3 題。考量一個分量表最好要 3 題以上（Marsh et al., 1998; Robinson, 2018），故

最後決定保留每個分量表有 3 題的五種情緒：好奇（3 題，α 係數為 .70）、興奮（3 題，α 係數為 
.84）、困惑（3 題，α 係數為 .65）、焦慮（3 題，α 係數為 .69）、無聊（3 題，α 係數為 .87），

總解釋變異量為 69.37%，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 .69，顯示本研究編製的知識情緒量表具有尚佳的信效

度。

檢視這知識情緒量表 5 個因素的相關情形，發現正向知識情緒與負向知識情緒彼此的相關是屬

於低度相關或零相關，顯示正向知識情緒與負向知識情緒這兩種知識情緒分屬兩種不同情緒狀態，

故重新將這 5 個因素，分成 2 個正向知識情緒與 3 個負向知識情緒，分別重新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正向知識情緒量表（6 題 2 個相關因素）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在整體模式適配情形：χ2(8, N = 
514) = 19.97，p = .01；χ2/df = 2.50；RMSEA = .054；SRMR = .044，顯示具有良好整體模式適配情形。

在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情形，兩個分量表組合信度為 .75 與 .85，平均變異數抽取量為 .51 與 .65，顯

示具有良好的內在結構適配情形。

負向知識情緒量表（9 題 3 個相關因素）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在整體模式適配情形：χ2(24, N = 
514) = 62.79，p < .001；χ2/df = 2.62；RMSEA = .056；SRMR = .046，顯示具有良好整體模式適配情

形。在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情形，三個分量表組合信度為 .70、 .74、 .88，平均變異數抽取量為 .44、  
.49、 .71，顯示具有良好的內在結構適配情形。

3. 學習投入量表

本研究的「學習投入量表」係參考 Gunuc 與 Kuzu（2015）編製的「學習投入量表」，故包含「認

知學習投入」、「情緒學習投入」、「行為學習投入」等三個分量表。「認知學習投入」分量表是

評估大學生對學習活動付出的心力，以及研讀學習內容時所採用的學習策略，例如第 1 題「學到新

概念時，我會與先前所學的知識做連結」。「情緒學習投入」是評估大學生對學習活動所產生的情

感反應，以及對學校的情感反應，例如第 14 題「我很滿意自己目前的學習狀況」。「行為學習投

入」是評估大學生展現正向的學習行為、對學習活動的參與，以及對學校相關活動的參與，例如第

20 題「我會準時繳交老師指定的作業」。大學生在本研究學習投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越積極投入

於學習相關活動。

學習投入量表的三個分量表，每個分量表都初擬 8 題，經過 8 位專家的審題後，保留 2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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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預試施測。預試資料經過項目分析，沒有刪除任何題目。進行 21 題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

果萃取 3 個因素共 15 題：認知學習投入（5 題，α 係數為 .78）、情緒學習投入（6 題，α 係數為 
.74）、行為學習投入（4 題，α 係數為 .68），總解釋變異量為 50.93%，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 .81。顯

示本研究編製的學習投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針對15題所進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由於第1題、

第 2 題、第 6 題、第 11 題等 4 題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較低（.36, .38, .49, .47），故刪除這 4 題後，

重新進行 11 題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在整體模式適配情形：χ2(41, N = 514)，p < .001；χ2/df = 3.04；

RMSEA = .063；SRMR = .056，顯示具有良好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在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情形，三個

分量表組合信度為 .78、 .75、 .74，平均變異數抽取量為 .54、 .43、 .42，顯示具良好的內在結構適

配情形。

量表的測量恆等考驗之目的為確認同一量表，對不同身分受試者，是否是測量相同構念。由於

本研究正式問卷，因受疫情影響，蒐集到包含 83 份線上問卷 431 份紙本問卷，為避免不同施測方

式影響問卷的填答情形，本研究進行兩種問卷的測量恆等考驗，以評估兩種問卷是否具有相似的心

理計量特質。針對知識認識信念量表、正向知識情緒量表、負向知識情緒量表與學習投入量表等四

項研究工具，線上問卷與紙本問卷的測量恆等統計結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除了知識認識

信念量表與負向知識情緒量表，在「純數恆等」的△ CFI，分別是 .011 與 .015，皆略高於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 ΔCFI 應該小於 .01 的標準外，其他的檢定結果皆符合測量恆等，顯示線

上問卷與紙本問卷具有測量恆等，故本研究將線上問卷與紙本問卷合併進行統計分析，是合宜的作

法。

表 2
線上問卷與紙本問卷在研究工具的測量恆等考驗結果

量表 模式比較 χ2 (p) df CFI △χ2 △df p △CFI

知識認識信念量表

1. 形貌恆等 – 240.45 142 .952 – – – –

2. 量尺恆等 2比 1 262.24 152 .946 21.79 10   .016 .006

3. 純數恆等 3比 2 298.73 166 .935 36.49 14   .001 .011

正向知識情緒量表

1. 形貌恆等 –  24.66  16 .992 – – – –

2. 量尺恆等 2比 1  25.34  20 .995 0.682  4   .954 -.003

3. 純數恆等 3比 2  32.38  26 .994 7.031  6   .318  .001

負向知識情緒量表

1. 形貌恆等 –  89.26  48 .974 – – – –

2. 量尺恆等 2比 1  99.49  54 .971 10.23  6  .115  .003

3. 純數恆等 3比 2 131.25  63 .956 31.76  9 < .001  .015

學習投入量表

1. 形貌恆等 – 176.74  82 .935 – – –

2. 量尺恆等 2比 1 193.87  90 .929 17.13  8   .029  .006

3. 純數恆等 3比 2 215.26 101 .922 21.39 11   .030  .007

註：本研究採用 Cheung 與 Rensvold（2002）建議ΔCFI 應該小於 .01的評判標準。

本研究進行前，已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成大倫審會（簡）字第 
108-557 號」案，預試與正式的量表施測，是委請各大學教授協助，且先進行問卷施測知情同意書
的說明，讓接受施測的大學生清楚相關權益後，才開始進行量表的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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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統計軟體 SPSS 21.0版本，進行四項研究工具的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之考驗。採用統計軟體 AMOS 21.0版本，進行四項研究工具的驗證性因素分析、測量恆等，以及
本研究所欲檢定的中介效果模式考驗。

結果

（一）觀察變項的相關情形

本研究根據文獻理論依據，提出大學生知識情緒，扮演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的中介變項。
進行中介效果的考驗，共包含 12個觀察變項。這 變項的個數、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兩兩之間積
差相關係數，如表 3所示。這 12個觀察變項分別是四個研究工具的 12個分量表，其平均數的算法
是採用觀察變項的單題平均數。12個觀察變項的個數皆為 514、平均數介於 1.91至 4.38、標準差介
於 0.46至 0.86。觀察變項兩兩之間的積差相關係數，多數呈現低中度的相關情形，積差相關係數介
於 -.25至 .52。

表 3  
各觀察變項的相關係數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簡單
知識

–

2. 確定
知識

.14** –

3. 知識
來源

.26*** .31*** –

4. 識知
辯證

.13** .52*** .37*** –

5. 好奇 .12** .06 -.02 .11* –

6. 無聊 -.24*** -.03 -.08 -.02 -.60*** –

7. 困惑 -.10* -.05 -.08 -.03 .08 .11* –

8. 焦慮 -.00 .09* -.06 .07 .36*** -.31*** .31*** –

9. 興奮 -.03 -.25*** -.23*** -.20*** .20*** .06 .07 -.12** –

10. 認知
投入

.09 .13** .03 .20*** .17*** -.05 .05 .07 -.02 –

11. 情緒
投入

.14** .02 -.09 .08 .22*** -.17*** .02 .07 .08 .23*** –

12. 行為
投入

.01 .10* .00 .14** .11* -.06 .02 .06 -.11* .28*** .19*** –

N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514

M 3.50 4.38 4.15 4.34 3.59 2.49 2.77 3.51 1.91 3.74 3.51 3.57

SD 0.74 0.56 0.55 0.46 0.72 0.86 0.77 0.85 0.72 0.68 0.66 0.76

在觀察變項是否符合常態分配的檢定方面，12個觀察變項的偏態係數的最大絕對值為 0.86，峰
度係數的最大絕對值為 1.44，符合 Kline（2010）建議若偏態係數絕對值未超過 3、峰度係數絕對值
未超過 10，顯示觀察變項的資料符合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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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的直接效果考驗結果

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透過知識情緒間接影響學習投入之中介效果考驗，本研究採 Baron 與

Kenny（1986）建議，第一步驟先檢定自變項對依變項是否具直接效果，故先檢定大學生知識認識

信念對學習投入的直接效果模式。本研究對中介效果模式的適配性評估，以基本適配度、整體模式

適配度與內在結構適配度等三項檢驗方法（Bagozzi & Yi, 1988）。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

直接效果模式的基本適配情形：誤差變項之變異數都顯著不為 0；未出現負值的變異數；標準誤未

出現太大數值（介於 0.01 至 0.04）；觀察變項所有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性水準，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介於 .26 至 .81；顯示直接效果模式的基本適配良好。

整體模式適配情形：χ2(13, N = 514) = 55.40，p < .001；χ2/df = 4.26；RMSEA = .08；SRMR = 
.05，顯示具尚佳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在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情形：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的組合信

度為 .66 與 .46；平均變異數抽取量 .35 與 .23，顯示具有尚可的內在結構適配情形。綜合考量基本

適配、整體模式適配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具有直接效果的影

響力。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35，p < .001，表示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會

正向影響其學習投入情形，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一獲得支持。

（三）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檢定結果

1. 基本適配檢定

由於正向知識情緒的觀察變項「好奇」，出現誤差變項之變異數為負值的情況，本研究採用

陳順宇（2007）建議當出現觀察變項的變異數為負值時，可採用將觀察變項的變異數直接設定為

很小的正數 .005。另外，根據 Carrol 與 Ruppert（1982）的建議，「最大概似估算法」（maximum 
likelihood）對樣本數較為敏銳，容易因樣本數少而影響估算準確性，故建議改採「廣義最小平方估

計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經過上述的修正後，誤差變項之變異數都沒有出現負值且皆顯著不為 0；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

性的水準，顯示整個中介效果模式具有良好的基本適配情形。

2. 整體模式適配檢定

本研究採用 Collier（2020）的建議，以 χ2、χ2/df、RMSEA 與 SRMR 等四項評估指標，作為模

式整體適配的檢定依據。模式整體適配的統計結果：χ2 = 114.881，p < .001、χ2/df = 4.595、RMSEA 
= .084 與 SRMR = .084，由於適配情形不理想。根據 AMOS 提供的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建議，因為「簡單知識」與「知識來源」皆為知識認識信念的觀察變項，由表 3 可知兩者具有顯著

性的正相關 .26，故決定將簡單知識與知識來源的誤差變項設定為有相關。修正後的整體模式適配

情形，如表 4 所示。由表 4 可知，整體模式的 χ2 考驗顯著性 p < .001，不符合低於 .05 的適配評判

標準，但 χ2 考驗易受樣本人數影響（Shi et al., 2019）。而 χ2/df = 3.619、RMSEA = .071 與 SRMR = 
.081，皆符合普通適配的情形，顯示中介效果模式具尚佳整體適配度。

表 4
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中介效果模式整體適配檢定摘要表

模式 χ2 (p) χ2/df RMSEA  SRMR

中介效果模式 86.85 (p < .001) 3.619 .071   .081

優良適配評判標準 p > .05 < 3 < .05 < .05

普通適配評判標準 p > .05 < 5 < .08 < .09

註：評判標準參考 Collier（2020）的建議。

3.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檢定

針對模式內在結構適配的檢定，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等三個潛在變項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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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信度為 .57、 .58、 .47；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為 .30、 .51、 .23，顯示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具尚可的適
配情形。
本研究提出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其正向知識情緒，而間接影響其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

模式，綜合上述基本適配、整體模式適配、模式內在結構適配等三項評估指標，顯示具有尚可的適
配情形。本研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徑路圖，如圖 1所示。 

圖 1 
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徑路圖

由圖 1可知，知識認識信念對正向知識情緒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6（p < .05），顯示本研究的
第二個假設獲得支持，而正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26（p < .001），顯示控制
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的影響後，正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具顯著性的正向影響力。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對中介效果模式的判斷標準，即顯示具有中介效果模式，其中介效果值為 .16 × 
.26 = .042。
本研究採用 AMOS的「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s」之 bootstrap法，以 5,000次進行中介

效果考驗，中介效果統計結果如表 5所示。由表示可知，知識認識信念透過正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
入的中介效果為 .040，95%信賴區間為 [.007, .096]，因中介效果的 95%信賴區間未包含 0，表示此
條中介效果達顯著性水準，即具有中介效果，其中介效果為 .040。且因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的
迴歸係數顯著不為 0，故屬於部分中介效果模式，顯示本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

表 5
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模式摘要表

中介效果模式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95% 信賴區間

p 結論
下界 上界

知識認識信念

→正向知識情緒

→學習投入

.293 .040 .007 .096 .012 部分中介效果

註：以標準化迴歸係數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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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考驗結果

1. 基本適配檢定

由於負向知識情緒的觀察變項「無聊」，出現誤差變項之變異數為負值的情況，本研究改採「廣
義最小平方估計法」，且將觀察變項的變異數直接設定為 .005。經過上述修正後，誤差變項之變異
數皆未出現負值且皆顯著不為 0；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性的水準，顯示中介效果模式具良好的基本
適配情形。

2. 整體模式適配檢定

模式整體適配的統計結果：χ2 = 149.911，p < .001、χ2/df = 4.543、RMSEA = .083 與 SRMR = 
.076，由於適配情形不理想。根據 AMOS提供的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建議，因為困惑與
焦慮皆為負向知識認識信念的觀察變項，由表 3可知兩者具有顯著性的正相關 .31，故決定將困惑
與焦慮的誤差變項設定為相關情形。修正後的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如表 6所示。由表 6可知，整體
模式的 χ2考驗顯著性 p < .001，不符合低於 .05的適配評判標準，但 χ2考驗易受樣本人數影響（Shi 
et al., 2019）。而 χ2/df = 2.901、RMSEA = .061與 SRMR = .059，皆符合普通適配的情形，顯示中介
效果模式具尚佳整體適配度。

表 6
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中介效果模式整體適配檢定摘要表

模式 χ2 (p) χ2/df RMSEA  SRMR

中介效果模式 92.833 (p < .001) 2.901 .061 .059

優良適配評判標準 p > .05 < 3 < .05 < .05

普通適配評判標準 p > .05 < 5 < .08 < .09

註：評判標準參考 Collier（2020）的建議。

3.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檢定

針對模式內在結構適配的檢定，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等三個潛在變項之組
合信度為 .67、 .52、 .46；平均變異數抽取量為 .35、 .37、 .23，顯示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具尚可的適
配情形。

本研究提出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其負向知識情緒，而間接影響其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
模式，綜合上述基本適配、整體模式適配、模式內在結構適配等三項評估指標，顯示具有尚可的適
配情形。本研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徑路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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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徑路圖

由圖 2可知，知識認識信念對負向知識情緒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1（p < .05），顯示本研究
的第三個假設獲得支持，而負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1（p > .05），顯示控
制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的影響後，負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不具顯著性的影響力。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對中介效果模式的判斷標準，即顯示不具有中介效果模式。
本研究採用 AMOS提供的「bias-corrected confidence intervals」之 bootstrap法，以 5,000次進行

中介效果考驗，中介效果統計結果如表 7所示。由表示可知，知識認識信念透過負向知識情緒對學
習投入的中介效果為 .012，95%信賴區間為 [-.004, .059]，由於中介效果的 95%信賴區間包含 0，
表示此條中介效果未達顯著性水準，亦即沒有中介效果，顯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五未獲得支持。

表 7
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模式摘要表

中介效果模式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95% 信賴區間 p 結論

下界 上界

知識認識信念

→正向知識情緒

→學習投入

.345 .012 -.004 .059 .151 未具中介效果

註：以標準化迴歸係數呈現。

討論與建議

大學生的學習投入程度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研究焦點，本研究從相關文獻綜整獲得大學生知識
認識信念不僅直接影響學習投入，知識認識信念亦會透過知識情緒而間接影響學習投入。基於上述
的文獻理論基礎，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中介效果模式的考驗。
本研究根據文獻理論依據，分別編製知識認識信念量表、正向知識情緒量表、負向知識情緒量

表與學習投入量表等四項適用於大學生的研究工具。這四項研究工具的題項，都經過 8位學者們的
審核，讓四項研究工具具有適切的內容效度。同時更進一步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兩種因素分析的統計結果皆顯示，四項研究工具具有適切的構念效度。對於信度的考驗，四項研究
工具皆採用 Cronbach’s α係數，知識認識信念量表的兩個分量表「簡單知識」與「確定知識」的 α
係數為 .61與 .62、知識情緒量表的分量表「困惑」的 α係數為 .65，這三個分量表皆為 3題，因題
數較少，致使分量表的信度未高於 Nunnally與 Bernstein（1994）建議應高於 .70的標準，此為本研
究的一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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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正式施測回收有效問卷 514份，因受疫情影響，除了紙本問卷 431份，還包含線上問
卷 83份，透過測量恆等的考驗，顯示紙本問卷與線上問卷具有測量恆等特質。本研究以正式問卷
進行本研究所提出的五項研究假設。針對第一項研究假設：大學生生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具有
直接效果的影響力，透過結構方程模式的考驗，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對學習投入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為 .35，p < .001，表示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會正向影響其學習投入情形，此研究結果與 DeBacker
與 Crowson（2006）、Heiskanen與 Lonka（2012）、Ravindran等人（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顯
示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越持知識可由個人自行建構的觀點，越會認真投入學習活動，故本研究的
第一個假設獲得支持。
本研究第二項假設：大學生生知識認識信念對正向知識情緒具直接效果的影響力，由圖 1可知，

知識認識信念對正向知識情緒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6（p < .05）。本研究第三項假設：大學生生
知識認識信念對負向知識情緒具直接效果的影響力，由圖 2 可知，知識認識信念對負向知識情緒的
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1（p < .05），此結果與 Bahcivan（2019）、Muis等人（2015）、Trevors等人
（2017）等人的研究結果相似，顯示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愈持知識可由個人自行建構的觀點，將
愈能激發其知識情緒，故本研究第二個假設與第三個假設獲得支持。
本研究第四項假設：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正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具中介效果，在基本

適配、整體模式適配與內在結構適配等方面，顯示具尚佳適配情形。因知識認識信念對正向知識情
緒具顯著預測效果（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6，p < .05），而正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具顯著預測效
果（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26，p < .001），透過 5,000次的 bootstrap法考驗結果，顯示中介效果值為 
.040，其 95% CI為 [.007, .096]，由於 95% CI不包含 0，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正向知識
情緒對學習投入產生中介效果，此結果與Muis等人（2015）發現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知識
情緒而間接影響自我調整學習的研究結果相似，顯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四獲得支持。本研究第五項
假設：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負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具中介效果，在基本適配、整體模式適
配與內在結構適配等方面，顯示具尚佳適配情形。因知識認識信念對負向知識情緒具顯著預測效果
（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11，p < .05），而負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未具顯著預測效果（標準化迴歸
係數為 -.11，p > .05），透過 5,000次的 bootstrap法考驗結果，顯示中介效果值為 .012，其 95% CI
為 [-.004, .059]，由於 95% CI包含 0，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並未透過負向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
產生中介效果，此結果與Muis等人的研究結果不同，顯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五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所考驗的兩種中介效果，以正向知識情緒為中介變項的中介效果獲得支持，但以反向知

識情緒為中介變項的中介效果則未獲得支持，此結果可由表 3各觀察變項的積差相關係數來解釋。
由表 3可知正向知識情緒（好奇與興奮）與知識認識信念的積差相關係數，高於負向知識情緒（無
聊、困惑與焦慮）與知識認識信念的積差相關係數。同樣地，正向知識情緒（好奇與興奮）與學習
投入的積差相關係數，也高於負向知識情緒（無聊、困惑與焦慮）與學習投入的積差相關係數。由
此可知，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透過正向知識情緒所激發的學習樂趣，比透過負向知識情緒所導致的
學習挫折，更能促使學習投入的產生。本研究的兩項中介效果模式，在一開始的基本適配評估方面，
都出現一個觀察變項的誤差項之變異數出現負值的情形，雖然經過採用陳順宇（2007）、Carrol與
Ruppert（1982）的建議，採用設定誤差變項變異數數值與改採「廣義最小平方估計法」，獲得尚佳
的模式適配情形，但表示模式可能存在著不穩定的估算結果，此為本研究的另一項限制。

（一）關注大學生的知識認識信念發展情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正向影響其正向知識情緒，且負向影響負向知識
情緒，同時也會影響其學習投入。亦即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愈偏向多元且自行建構的知識觀點，
愈能激發正向的知識情緒，愈能抑制其負向情緒的產生，且愈能產生更多的學習投入情形。
我國雖有對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的相關實徵性研究，但仍有一些大學教師不熟悉大學生知識認

識信念這個主題的重要性。由於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會深刻影響其學習投入，故建議高等教育行政
單位，應提供大學教師有關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的相關訊息，並持續關注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發展
情形，提供足夠的相關資源，協助大學生生發展較為精緻多元的知識認識信念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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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究大學生的知識情緒發展情形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正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具正相關，而負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
具負相關，顯示大學生在研讀歷程中，若能激發正向知識情緒，則愈能促進投入更多的學習活動；
相對地，若引發更多的負向情緒，則會抑制學習投入的產生，故顯見知識情緒對學習投入的重要性。
知識情緒是一個新興的研究議題，國內目前已有一些對大學生學業情緒的研究成果，但極缺乏

對大學生知識情緒的研究結果，建議應對大學生知識情緒進行更多的探究。本研究以 COVID-19為
閱讀文本，評估大學生閱讀 COVID-19的文章後，所引發的知識情緒，建議未來可以考慮採用本研
究發展的知識情緒量表，繼續探究我國大學生的知識情緒與學習相關因素的關聯性。

（三）持續探究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根據文獻理論，提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愈偏向多元精緻的建構觀點，愈容易激發其知
識情緒，而知識情緒的產生，則有利於大學生愈願意進行學習投入，故大學生的知識情緒將扮演知
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的中介角色。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知識認識信念、正向知識情緒與
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獲得支持，顯示知識認識信念會透過正向知識情緒而間接影響學習投入。但知
識認識信念、負向知識情緒與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則未獲支持，顯示知識認識信念並未透過負向知
識情緒而間接影響學習投入。
大學生的學習投入會深刻影響其學習成果，美國與澳洲皆有對大學生學習投入進行長期調查的

研究計畫，建議我國高等教育的主管單位，應該仿效這樣的研究計畫，透過長期的調查研究，來掌
握我國大學生學習投入的縱貫發展情況。
大學生正向知識情緒與負向知識情緒在知識認識信念與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是否會形成不同

的中介效果。由於當前相當缺乏對這三個變項中介效果的研究成果，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朝此方向，
繼續探究知識認識信念、知識情緒、學習投入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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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Epistemic Cognition, Epistemic 
Emotion, and Student Engagement: A Mediation 

Analysis 

Chin-Tang Tu
Office of Teacher Education and Careers Servic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 engagement has been a major focus of research. College student engagement can influenc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future societal development. Kuh (2003) determined that engagement is essential for a college student; the 
more college students study in their field, the more they understand the subject area. Moreover, students perform better when 
receiving feedback from faculty. Engagement can improve problem solving, cooperation with diverse cohorts, and tolerance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Epistemic cognition refers to how individuals form opinions on the essence, source, and verification 
of knowledge. Since the study of Perry (1970) on the ethic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a major field of research. Different from Perry’s qualitative interview method, Schommer 
(1990) used a quantitativ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epistemological belief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ading comprehension. College 
life is full of emotions, including joy, hope, pride, anger, fear, and boredom (Pekrun, 2019). Epistemic emotions are felt when 
processing knowledge and are a key element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n directly influence engagement (DeBacker & Crowson, 2006; Heiskanen & Lonka, 2012; Ravindran et al., 
2005). When college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y can construct knowledge, student engagement is promoted. Furthermore,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fluences their engagement indirectly through epistemic emotion (Bahcivan, 2019; 
Muis et al., 2015; Trevors et al., 2017). When college students believe that they can construct knowledge, they come to possess 
positive epistemic cognition that enhances their engagement (Denovan et al., 2020; Q. Zhang & J. Zhang, 2013).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proposed the following five hypotheses:
H1: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ngagement.
H2: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s.
H3: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s.
H4: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through their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s.
H5: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through their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s.
This study included a pretest in which 31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ereafter, the test was conducted, and 51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our research instrument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Scale,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 Scale,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 Scale, and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 The items of each of the four 
scales were rated on a 5-point Likert scale. All the items were reviewed by eight university professors. Before conducting the 
pretest, we revised the questions on the basis of the advice of the professors. All four research instruments demonstrated good 
content validity.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all four scales to test the construct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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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reliability of each scale was tested using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s. The α coefficients obtained for the four subscales 
of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Scale were between .61 and .85. The α coefficients for the two subscales of the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 Scale were between .70 and .84. The α coefficients for three subscales of the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 Scale were 
between .65 and .84, and those obtained for the three subscales of the Student Engagement Scale were between .68 and .78. 
Thus, the four scales demonstrated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MOS 21.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H1 was supported, and th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was .35 (p < 0.001); H2 was supported, and th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was .26 (p < 0.001); H3 was supported, and the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was -.11 (p 
< 0.05); and H4 was supported, and the indirect effect was .40; H5, however, was not support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ir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 Thus, when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diverse range of knowledge and they believe that they can construct 
their own knowledge, they develop more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s and fewer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s. Additionally, their 
engagement increase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ore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s students develop, 
the more learning activities they may engage in.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epistemic cognition, epistemic emotion, and student engagement is 
supported by empirical data. Epistemic cognition interacts with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 and indirectly influences student 
engagement. If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has multiple constructs, students may develop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s that improve engagement. Consequently, positive epistemic emotions play a mediator between epistemic cognition and 
student engagement. However,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epistemic cognition,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 and student engagement 
were not supported. Therefore, epistemic cognition does not interact with negative epistemic emotions, and student engagement 
was not directly influenced.

Because epistemic cognition profoundly affects the eng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we suggest that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bod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epistemic cognition of students. Additionally, universities can provide students with 
relevant resources for developing more diverse opinions among students. Future research can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epistemic cognition, epistemic emotion, and student engagement, which were inconclusive in the present study.

Keywords: mediation analysis, epistemic cognition, epistemic emotion, student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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